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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2007—2016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 采用文本

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企业微观层面的数字化指数, 进而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出口质量具

有显著正向作用, 在分别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替换变量测度指标进行

验证后, 该结论也依然保持一致;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 企业创新存在明显的 U
型中介作用, 即当企业数字化能力较低时, 可能会因数字化转型风险或数字化投入

增加而阻碍创新活动, 降低出口质量, 而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 又能显著增强

企业创新能力, 提高出口质量; 异质性分析还表明, 相比中西部地区企业, 东部地

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促进出口质量, 而创新的 U 型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

企业样本、 非国有企业样本以及中低质量产品样本中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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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以 5G、 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为主要代

表的新时期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 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 而作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十四五” 规划纲要也加紧了对数字化发展的部署, 并提

出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和 “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的重要任务。 2020 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到 39. 2 万亿元, 是 2005 年的十五倍之多, 并且占 GDP 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14. 2%上升至 2020 年的 38. 6%, 推动了我国经济质量效益的提升①。 尤

其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依托数字化展开的全球数字

贸易持续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支撑, 同时数字化与我国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加快

推动了创新发展数字化转型, 不断孕育出新技术、 新产品、 新模式、 新业态, 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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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影响我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正在发生系统性变革, 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同时

出口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 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也逐渐丧失, 企业更需要

向以质量为核心的非价格竞争转变。 在这样的形势下, 如何加快我国创新驱动转

型,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推动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 由此, 本文尝

试对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发展并影响其出口质量的机制进行探讨, 这对于拓展

我国外贸新动能, 稳固外贸发展根基, 实现出口提质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与以下三类文献密切相关。 第一类是关于数字化发展对出口或出口质量

影响的相关文献。 作为数字化发展的基础, 信息技术应用能够降低企业通讯、 信息

搜寻等成本, 从而刺激出口增长 (Liu
 

and
 

Nath, 2013) [1] 。 而由信息技术发展带动

的有效信息披露也是推动企业质量升级的重要因素 (金祥义和戴金平, 2019) [2] 。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渗透, 数字变革也为贸易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数字技术

能够触发服务和货物贸易运作的新模式, 数字通信和交易为跨境业务提供了新的可

能, 数字平台为更多中小企业提供了参与国际贸易的新机遇 (Burri, 2018) [3] 。 易靖

韬和王悦昊 (2021) [4] 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降低贸易成本, 扩大出口。
党琳等 (2021) [5] 也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

第二类是聚焦于数字化发展与创新之间联系的文献。 刘斌和潘彤 (2020) [6] 发

现, 人工智能能够促进技术创新, 提高一国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杨德明和刘泳文

(2018) [7] 认为依托互联网平台, 企业能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 从而推动新的发明和

创新。 企业还能通过互联网管理加强与不同外部组织的信息交换和收集, 帮助企业获

取更多资源以实现更有效的创新战略 ( Abouzeedan
 

et
 

al. , 2013[8] ; Parida
 

and
 

Örtqvist, 2015[9] )。 还有研究表明, 当企业拥有很好的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时,
能够加强组织学习能力, 有助于企业创新和开发新产品 (Tan

 

et
 

al. , 2015) [10] 。
第三类是聚焦于数字化通过创新对企业生产及出口活动产生影响的文献。 Por-

ter 和 Heppelmann (2014) [11] 认为数字技术革命的到来引发了更多创新, 改善了产

品性能和功能, 能够提升企业的运营绩效。 沈国兵和袁征宇 (2020) [12] 则聚焦于

企业互联网技术, 认为互联网化能提升企业管理产品的能力, 从而加强企业对创新

的保护, 促使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张晴和于津平 (2021) [13] 的研究表明, 增

加数字投入能够助力企业生产出性能优越的产品, 还可以通过创新渠道间接提升企

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实现企业向产业协同创新转变, 提高企

业的生产效率 (赵宸宇等, 2021) [14] 。
综上来看, 尽管现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之间联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

成果, 但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质量的机制还未得到足够考察, 并且从微观层面

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也相对较少。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在研究视角

上,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近些年才逐渐被关注, 而对于企业数字化发展与对外贸易关

系的研究仍然较少, 因此本研究是对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际贸易文献的重

要补充; 第二, 在方法上,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通过

文本分析、 主成分分析方法测度了企业微观层面的数字化指数, 并在基准回归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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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一步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加以验证, 为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第三, 本文关注到了数字化转型可能产生的非线性影响, 通过

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企业数字化发展与出口质量之间的关系, 并探讨了企业数字化

转型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对出口质量产生 U 型传导作用, 从而为企业进行战略决策

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质量

数字经济的到来为各种规模的企业提供了从出口贸易中获取成功的新机会

(David
 

and
 

Atkinson, 2017) [15] 。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涉及到企业运营、 生产、 销售

等方方面面, 对于出口质量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从生产端角度, 出口企业能够应用数字技术加强对产品生产环节的实时

跟踪监测, 对生产流程及规范性进行监督, 从而加强产品质量管控。 而作为数字时

代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要素具备了传统生产要素所不具有的低成本、 大规模可

得、 外部性等特征 (蔡跃洲和马文君, 2021) [16] 。 企业能利用数字要素增强产品功

能, 提高实物商品的价值 (Ketels
 

et
 

al. , 2019) [17] 。 同时, 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相融

合, 能够不断提升生产工艺水平, 推动产品向机器人化、 智能化和自动化发展, 使生

产系统实现更大价值 (Abramova
 

and
 

Grishchenko, 2020[18] ; 陈剑等, 2020[19] )。 第

二, 从供应端视角, 安全稳定的供应链是保障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基本条件。 出口

企业在进行材料采购运输中会面临供应链断裂、 交通物流受阻等风险, 而数字化转型

能够提高出口企业信息流通效率, 使企业更快获取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和物流信息,
实现与上下游企业的高效率衔接沟通, 为企业生产提供风险预测和防范, 降低供应链

风险 (雷万云, 2021) [20] , 进而保障企业生产效率, 提高出口质量。 第三, 从消费端

来看, 出口企业运用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更快速地搜寻目标客户, 还能够利用大数据分

析把握国际市场动态 (Lee
  

et
 

al. , 2015) [21] , 从而能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和产品反馈信

息更新服务和产品组合, 精准地对产品进行优化升级, 提升产品出口质量。
当然也不可否认, 企业数字化转型无法一蹴而就, 这需要企业打破其原有的舒

适圈, 在缺乏经验的数字世界进行探索, 但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还难以实现在现有

架构内的数字化部署, 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应用从消费端向生产端拓展, 产品生产

对数字技术的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 (王树柏和张勇, 2019) [22] , 一些非数字原生

企业在实践中会由于技术能力不足、 缺少资金支持、 缺乏长远的数字化战略等原因

而陷入转型困境, 对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总体来看,
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存在两面性。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取决于正负两方面效应的总

影响。
(二) 创新的中介效应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深, 企业越来越多地将数据视为价值创造和创新的重要

驱动因素 (Tan
 

et
 

al. , 2015)。 与此同时, 创新也是强化企业竞争优势的利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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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公司进入全球市场、 拉动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 ( Carboni
 

and
 

Medda,
2020[23] ; 曲如晓和臧睿, 2019[24] )。

一方面,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具有促进显性和隐性知识或技术共享的能力

(Grant
 

et
 

al. , 2010) [25] , 企业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跨距离的知

识转移和扩散, 助力企业从多渠道获取专业知识, 促使企业获得更多创新思维

(戚聿东和肖旭, 2020) [26] 。 不仅如此, 企业借助数字技术能够实现资源共享, 增

强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 加速新产品构想和创新理念的形成, 从而提升出口质

量。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 产品设计等各环节的深度融合能够加快创新

发展的数字化转型, 拓展与创新相关的新知识边界, 推动数字技术在产品创新构想

中的协同应用, 促进产品持续优化和改进, 有利于出口质量提升。 此外, 传统信息

技术已无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的收集、 存储和处理 ( Ohlhorst, 2012) [27] 。 而数

字技术恰能为企业提供进行高效分析决策的功能, 如大数据分析可以为企业提供关

于海外市场、 消费者以及竞争对手的洞察, 助力企业实现关联性发现和价值挖掘,
提高产品创新能力, 提升出口质量。 同时, 在数字技术支持下, 消费者也能通过虚

拟环境参与产品概念设计、 产品构思、 产品改进等相关价值创造活动 (Nambisan
 

et
 

al. , 2017[28] ; 刘洋等, 2020[29] ), 支持消费者共同参与产品开发, 实现全员协同

创新, 同样有利于提升企业出口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数字化程度较低或陷入转型困境的企业而言, 若要成功实

现数字化转型必然需要加大数字化相关投入, 这可能会挤压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投入

的资源。 并且由于创新过程同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Tavassoli, 2018) [30] ,
企业为降低风险可能会减少创新活动, 从而对出口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 由于企

业在转型初期缺乏经验, 往往难以实现数字技术与创新的有效融合, 导致数字化转型

对创新溢出的效果有限, 不利于产品优化。 因此, 当企业数字化程度较低时, 反而

可能会削弱创新的作用, 从而阻碍出口质量提升, 而随着数字化应用持续加深, 企

业能获取更多创新价值, 有利于促进出口质量。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创新驱动对出口质量产生 U 型的传导作用。

三、 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考虑到企业出口质量可能会随数字化程度的变化而受到不同影响, 需要验证数

字化转型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 因而设定了以下计量模型:
　 　 quality jct =α0 +α1dig jt +γ1X jt +μ jc +μt +ε jct (1)
　 　 quality jct =α0 +α1dig jt +α2dig2

jt +γ1X jt +μ jc +μt +ε jct (2)
其中, 下标 j、 c、 t 分别代表企业、 出口目的国、 年份, quality jct 表示企业出口

到某国的产品出口质量。 dig jt 表示企业的数字化指数。 X jt 是企业层面的相关控制变

量。 除此之外, 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均加入了企业—目的国固定效应 ( μ jc ) 和年份

固定效应 ( μ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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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首先借鉴 Fan 等 (2015) [31] 的做法, 假定产品需求函数如下:
　 　 x jcgt =q(σ - 1) jcgtp( - σ) jcgtP(σ - 1) ctYct (3)
其中, x jcgt 为企业 j 在 t 年出口到 c 国的产品 g 的数量, q jcgt 和 p jcgt 分别为产品 g

的质量和价格, Pct 为出口目的国价格指数, Y jt 为出口目的国的总收入, σ 为不同产

品间的替代弹性,
 

本文选用的是 Broda 和 Weinstein ( 2006) [32] 给出的 σ 值。 对

式 (3) 两边取对数整理后可获得需求方程:
lnx jcgt + σlnp jcgt =μct +ε jcgt (4)

其中, μct 是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可以控制 Pct 和 Y jt 的差异。 对式 (4) 在

HS2 位码层面分别进行回归后可计算得到各个出口产品的质量 q jcgt =ε
∧

jcgt / (σ - 1) 。
随后, 借鉴许和连和王海成 (2016) [33] 的做法对各个产品 g 的质量进行标准化处

理, 即:
sta_ q jcgt = (q jcgt -min_ q jcgt) / (max_ q jcgt -min_ q jcgt) (5)

其中, min_ q jcgt 和 max_ q jcgt 分别为产品 g 质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最后, 可以

在企业—目的国—年份层面进行加总, 获得标准化质量指标:

quality jct = ∑ njct
g = 1

vjcgt / vjct( ) ×sta_ q jcgt( ) (6)

其中, n jct 为产品种类数; vjcgt 表示某一产品的出口额; vjct 则表示出口总额。
2. 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指数 (dig)。 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理解为企业利用数字技

术为企业赋能, 从而推动组织、 运营、 生产和技术等各方面的系统性转变, 因而其

所囊括的内容和范围都较为宽泛。 但由于目前缺少直观的指标进行衡量, 因此本文

整理出五个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数据, 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企业数字化

水平的综合性指数。
第一个指标是信息技术的硬件投资。 本文参照王宇等 (2020) [34] 的做法, 对

公司的固定资产明细项目进行人工筛选, 整理出明细为计算机、 电子设备及通信网

络设备相关的项目, 并使用期末余额作为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硬件投资。 第二个指标

是信息技术的软件投资。 同样, 对公司无形资产明细项目进行筛选, 选取其中关于

计算机软件、 数字化、 系统等项目的期末余额作为企业软件投资。 然后, 本文使用

python 软件对上市公司各年的财务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得到其余三个数据。 具体处理

方法如下: 一是选定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特征词。 一方面, 借鉴一系列与数字化转

型相关的文献 (吴非等, 2021[35] ; 赵宸宇等, 2021; 李春涛等, 2020[36] ; 陈剑

等, 2020), 归纳了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 另一方面, 依据国家与数字化相

关的重要政策和报告①进一步扩充本文的关键词, 然后分别从信息系统、 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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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借鉴的政策和报告包括 《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

专项行动方案》 《2021 数字转型白皮书》 《2020 年数字化转型趋势报告》, 根据对数字化相关内容的描述扩充

了本文的关键词。



以及数字化场景应用三个方面整理出三类共 218 个关键词。 二是将上市公司年报转

换为文本格式, 使用 python 软件分别统计这三类关键词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出

现的频数, 形成三个数据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发展状况的指标。 图 1 显示了本文统

计的三类关键词的年度词频变化, 可以看到这些词频呈逐年递增趋势。

图 1　 三类数字化关键词的词频总数变化

随后,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算, 表 1 报告了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的结

果。 结果显示, 仅有第一、 第二主成分的特征根大于 1, 且前两个主成分的累计方

差贡献率达到 57. 78%。 因此选取第一和第二主成分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指

标, 并据此计算各企业主成分的综合得分, 作为企业数字化指数。

表 1　 主成分分析结果

主成分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1 1. 7582 0. 3516 0. 3516

2 1. 1311 0. 2262 0. 5778

3 0. 8289 0. 1658 0. 7436

4 0. 7269 0. 1454 0. 8890

5 0. 5548 0. 1110 1. 0000

3.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 size), 用企业年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表示; 薪酬水平 (wage), 用

企业年人均工资的自然对数表示; 技术人员比例 ( tecratio), 用企业当年技术工程

人员数占员工总数的比重表示; 要素密集度 (klratio), 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员

工数的比值的对数表示; 政府补助 ( sub), 用政府补助的自然对数表示。 表 2 汇报

了各个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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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quality 出口质量 借鉴 Fan 等 (2015) 方法估计的出口质量 158
 

213 0. 845 8. 318
dig 数字化指数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 158

 

213 0. 107 1. 478
size 企业规模 营业收入的对数 158

 

213 21. 478 1. 429
wage 薪酬水平 职工人均工资的对数 158

 

213 8. 890 1. 070
tecratio 技术人员比例 技术人员占职工数的比值 158

 

213 0. 174 0. 131
klratio 要素密集度 固定资产与员工数比值的对数 158

 

213 12. 263 0. 931
sub 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的对数 158

 

213 16. 103 2. 472

(三)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中国海关数据库、 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 (CS-
MAR)、 锐思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考虑到上市

公司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新的会计准则体系, 并且部分指标仅从 2007 年

开始进行统计, 因此为了保证数据指标衡量标准的一致性, 本文采用 2007—2016
年期间的数据进行研究。 将以上数据进行匹配后, 本文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如下处

理: 剔除金融类、 ST 和∗ST 类企业; 仅保留 A 股上市公司; 剔除企业总资产、 收

入、 员工人数等关键指标值缺失或不符合会计规则的数据。 最终本文样本为包含 1
 

234 家 A 股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四、 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全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①。 其中, 第 (1)、 (3)、 (5) 列是验证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线性影响, 第 (2)、 (4)、 (6) 列加入了数字化指数的二次项以

验证其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 本文在第 (1) — (4) 列使用了不同的固定效应加

以验证, 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质量具有正向线性影响, 第 (6)、 (7) 列进

一步使用企业—目的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结果也表明企业数字化指数对出

口质量仅存在正向线性关系, 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产品出口质量

的提升。 该回归结果也说明虽然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正向和负向两方面作用, 但从

整体上看,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产品质量带来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其负面影响,
能够促进出口质量提高, 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

(二) 稳健性讨论

1.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PSM-DID) 方法

本文尝试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冲击, 比较企业在数字化前后出口质量发生的

变化, 对此需要确定本文的处理组和对照组, 但由于目前没有明确的标准对数字化转

型进行界定, 因此如何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是其中的难点之一。 本文使用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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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完整回归结果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由于本文计算的数字化得分的正负值能够反映各个企业与平均数字化水平的差距, 因此

本文考虑使用该得分进行划分, 将样本期内主成分得分始终为负的企业认为是未进行数

字化转型的企业或转型不成功的企业, 将这部分企业设为对照组, 而企业若在某一年主

成分得分为正且之后持续为正, 则将该企业认为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 归为处

理组。

表 3　 全样本基准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dig 0. 4069∗∗∗ 0. 0745 0. 1659∗∗∗ 0. 1929∗∗∗ 0. 1628∗∗∗ 0. 2048∗∗∗

(0. 0432) (0. 0626) (0. 0325) (0. 0599) (0. 0297) (0. 0549)

dig2 0. 0500∗∗∗ -0. 0032 -0. 0049
(0. 0072) (0. 0061) (0. 005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 FE NO NO YES YES NO NO

目的国 FE YES YES YES YES NO NO
企业—目的国 FE NO NO NO NO YES YES

行业 FE YES YES NO NO NO NO
地区 FE YES YES NO NO NO NO

R2 0. 0944 0. 0948 0. 4475 0. 4475 0. 7035 0. 7035
N 158

 

207 158
 

207 158
 

155 158
 

155 144
 

244 144
 

244
注: ∗∗∗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国家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鉴于数字化转型是由企业自主决定的, 可能会出现自我选择问题, 导致处理组

和对照组样本不可比, 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 PSM) 法为处理组企

业找到更符合条件的对照对象。 首先, 检验匹配的变量是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

关, 在经过检验后, 选取了企业规模、 薪酬水平、 企业年龄、 生产率、 要素密集

度、 创新强度和行业等企业特征变量进行匹配。 然后, 对样本逐年采用 PSM 方法

估计倾向得分, 并按照 1 ∶ 3 的比例进行配对①。 在得到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

样本后, 采用双重差分 (DID) 法进行回归。 对此, 构建以下模型:
quality jct = α0 + α1 treat j × dt jt +γ1X jt +μ jc +μt + ε jct (7)

其中, treat 为处理变量, 当企业为处理组时该值取 1, 否则为 0。 dt 是企业在

当年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时间二元变量, 是则为 1, 否则为 0。 交互项系数能够

反映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②, 其他变量的含义同上。 对式 (7)
的回归结果如表 4 第 (1)、 (2) 列所示。 第 (1) 列未加入控制变量, 第 (2) 列

加入了控制变量, 结果均显著为正。 本文还进一步画出了时间趋势图 (见图 2)。
可以看到,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前, 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而在数字化

转型后趋势略有上升, 尤其是在转型后第 4 年这种影响效应呈显著增长态势, 并持

续到第 6 年。 可见,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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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也对各年匹配的样本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持条件检验, 总体表明本文的匹配样本是可信的。

 

回归中均控制了各交互变量的影响。



 

图 2　 时间趋势图

2. 替换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

本文参照吴非等 (2021) 的方法使用数字化词频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数字化

转型并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4 第 (3) 列所示。 在使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标

后, 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依然为正, 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 表明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3. 调整产品质量测度方法

本文参照樊海潮和郭光远 (2015) [37] 的方法, 分别使用 σ = 5 和 σ = 10 重新测

算了出口产品质量, 然后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4 第 (4)、 (5) 列所示。 结果显示,
在变换被解释变量后, 其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PSM-DID 方法
替换数字化
转型指标

替换出口产品
质量指标

2SLS
方法

digdum 0. 2787∗∗∗ 0. 2069∗

(0. 0976) (0. 1195)

dig 0. 1426∗∗∗ 0. 0260∗∗∗ 0. 0279∗∗∗ 0. 1906∗∗∗

(0. 0294) (0. 0055) (0. 0051) (0. 0677)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目的国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7302 0. 7303 0. 7035 0. 6715 0. 6832
N 67

 

167 67
 

167 144
 

244 144
 

244 144
 

244 122
 

452

注:∗ 、∗∗∗分别表示在 10%、 1%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国家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4. 内生性检验

本文认为企业可能会因出口质量提升后获得更大效益, 进而增加信息技术软硬

件投入或者具备了数字化转型能力, 因此可能因逆向因果关系而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2SLS) 法加以验证。 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企业数

字化指数作为工具变量, 一般而言, 企业上一期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会对当期出口产

品产生影响, 同时当期企业出口并不会对企业上一期数字化发展产生作用, 使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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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 表 4 第 (6) 列结果显示, 企业数字化

指数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验证了本文结论①。

五、 基于中介模型的影响机制分析

为验证创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质量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 本文进一步构

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z jt =α0 +α1dig jt +γ1X jt +μ jc +μt +ε jct

 (8)
　 　 　 　 z jt =α0 +α1dig jt +α2dig2

jt +γ1X jt +μ jc +μt +ε jct (9)
　 　 　 　 quality jct =α0 +α1dig jt +α2z jt +γ1X jt +μ jc +μt +ε jct (10)
其中, z jt 是能够反映企业创新的中介变量, 本文使用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

( rd), 即企业当年研发投入的对数进行测度。 另外, 创新水平提升以及技术引进

会带来技术进步, 并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唐未兵等, 2014) [38] 。 因此本文

也将全要素生产率 ( tfp)② 作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探讨中介效应。
表 5 展示了创新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第 (1) 列结果显示, 数字化指数的系

数显著为负, 而第 (2) 列结果显示, 数字化指数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二次项

系数显著为正, 该结果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存在显著的正 U 型影响。 第

(3) 列检验创新对出口质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强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

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增强有利于促进出口质量提高, 并且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创新

对企业出口质量产生正 U 型的中介效应。 本文在第 (4) — (6) 列将中介变量替换

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验证。 其回归结果也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对生产率产生 U 型效

表 5　 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rd quality tfp quality

dig -0. 2223∗∗∗ -0. 7342∗∗∗ 0. 1649∗∗∗ -0. 0036∗∗∗ -0. 0124∗∗∗ 0. 1534∗∗∗

(0. 0335) (0. 0658) (0. 0299) (0. 0007) (0. 0014) (0. 0290)

dig2 0. 0595∗∗∗ 0. 0010∗∗∗

(0. 0050) (0. 0001)

rd 0. 0095∗∗

(0. 0041)

tfp 1. 4807∗∗∗

(0. 241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目的国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7085 0. 7089 0. 7036 0. 9951 0. 9951 0. 7074

N 144
 

244 144
 

244 144
 

244 141
 

110 141
 

110 141
 

110

注:∗∗ 、∗∗∗分别表示在 5%、 1%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国家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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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已通过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总体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合适。

 

本文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是采用 LP 方法计算得到的。



应, 进而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进一步验证了创新的非线性中介传导作用。 以

上结果也说明, 对于数字化转型能力较弱的企业, 需要特别注意开展数字化活动可

能对研发投入、 创新活动以及创新绩效产生的消极作用, 避免因负面影响过大而抵

消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作用。 当然, 全要素生产率也体现了企业在生产效率、 资

源配置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 企业也需要

重视数字化转型可能对企业生产活动、 企业绩效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六、 异质性的分组检验

(一) 企业所在区域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地区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差异, 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地区不同将样本分

为东部地区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分别进行回归。 表 6 第 (1)、 (2) 列结果显示,
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 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分析其原因, 本文认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在发展高端数字化产业方面一

般都具有领头作用, 信息基础设施更完备, 技术水平更先进, 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数

字化发展的机会, 也能够获得更优质的外部资源和技术支持, 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

展速度相对缓慢, 在数字化人才、 技术、 资源上都相对匮乏, 因而企业发展就会存

在差异。 表 7 第 (1) — (4) 列的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能通过

创新对出口质量产生 U 型影响, 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不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这也反映出区域间发展差异导致了结果的不同。

表 6　 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东部
地区

中西部
地区

国有
企业

非国有
企业

高生产率
企业

中低生产率
企业

高质量
产品

中低质量
产品

dig 　 0. 1892∗∗∗ 　 -0. 0772 　 0. 2077∗ 　 0. 2005∗∗∗ 　 0. 1122∗∗∗ 　 0. 3100∗∗∗ 　 0. 1187∗ 　 0. 1971∗∗∗

(0. 0309) (0. 1081) (0. 1125) (0. 0338) (0. 0317) (0. 0794) (0. 0645) (0. 033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目的国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7061 0. 6901 0. 7148 0. 7128 0. 6672 0. 7302 0. 6250 0. 5954
N 117

 

463 26
 

781 33
 

123 109
 

161 70
 

542 73
 

702 50
 

983 93
 

261

注:∗ 、∗∗∗分别表示在 10%、 1%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国家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一直以来,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基础资源、 政策和信贷等条件都有所不同, 由此

也可能会影响数字化发展水平。 对此, 本文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将企业分为

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进行回归。 表 6 第 (3)、 (4) 列结果显示, 国有

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质量都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而表 7 的结果

显示, 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①, 无法对出口质量产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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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也使用创新对数字化指数的一次项进行了回归, 其系数是显著为负的。



进作用。 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存在显著的 U 型中介作用。 具体来看, 一方面, 国

有企业的管理模式、 运行机制以及企业文化都更偏向于经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其

开展数字化生产和活动的决策也会相对谨慎保守, 因此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 难以

越过 U 型曲线顶点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进而也无法对出口质量发挥作用; 另一

方面, 国有企业在政策支持、 政府补贴、 信贷融资等方面都具有相对优势, 这就使

得国有企业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小 (申慧慧等, 2012) [39] , 因而会导致企业创新的内

在激励动机缺失, 从而影响出口质量提升。 相较而言, 非国有企业大多依靠自力更

生发展壮大, 会更主动地利用数字化转型寻求发展机会, 也更具备执行能力和创新

精神, 能够更好地推动产品质量提升。

表 7　 中介机制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rd quality rd quality rd quality rd quality
分类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dig 　 -0. 9343∗∗∗ 　 0. 1923∗∗∗ 　 1. 1054∗∗∗ 　 -0. 0669 　 0. 0493 　 0. 2048∗ 　 -0. 4633∗∗∗ 　 0. 1996∗∗∗

(0. 0661) (0. 0310) (0. 1867) (0. 1081) (0. 1713) (0. 1137) (0. 0712) (0. 0337)

dig2 0. 0798∗∗∗ -0. 1123∗∗∗ -0. 1643∗∗∗ 0. 0581∗∗∗

(0. 0050) (0. 0376) (0. 0511) (0. 0056)

rd 0. 0140∗∗∗ -0. 0131 -0. 0050 0. 0101∗∗

(0. 0047) (0. 0088) (0. 0078) (0. 0050)

变量
(9) (10) (11) (12) (13) (14) (15) (16)

rd quality rd quality rd quality rd quality

分类 高生产率企业 中低生产率企业 高质量产品 中低质量产品

dig 　 -1. 6621∗∗∗ 　 0. 1072∗∗∗ 　 -0. 0731 　 0. 3122∗∗∗ 　 -0. 6892∗∗∗ 　 0. 1181∗ 　 -0. 7665∗∗∗ 　 0. 2019∗∗∗

(0. 0909) (0. 0318) (0. 1000) (0. 0796) (0. 1176) (0. 0646) (0. 0803) (0. 0333)

dig2 0. 1285∗∗∗ -0. 0029 0. 0619∗∗∗ 0. 0594∗∗∗

(0. 0066) (0. 0175) (0. 0089) (0. 0063)

rd -0. 0123∗∗ 0. 0259∗∗∗ -0. 0042 0. 0178∗∗∗

(0. 0052) (0. 0057) (0. 0074) (0. 0046)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国家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回归中均加
入了控制变量、 企业—目的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三) 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的差异, 本文计算了各个企业在样本期间的年平均

全要素生产率, 将各个行业内生产率最高的 1 / 3 企业划分为高生产率企业, 剩余的

则为中低生产率企业, 然后分别进行回归。 表 6 第 (5)、 (6) 列结果表明, 高生

产率企业与中低生产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质量都具有正向作用。 而表 7 第

(9) — (12) 列显示, 高生产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 U 型影响显著, 但其

创新对产品质量具有负向作用。 而中低生产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没有显著影

响, 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这一结果反映出不同生产率企业自身存在不同的问

题。 对于高生产率企业而言, 其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在行业内都相对较强, 生

产的产品质量也会相对较高, 因而创新产生的边际溢出非常有限, 难以对出口质量

产生积极作用。 而中低生产率企业综合能力较弱,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可能会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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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更大风险, 从而阻碍企业创新活动, 无法通过创新产生中介影响。
(四) 产品质量异质性

本文还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不同质量产品的影响是否不同。 本文计算了各企业

在样本期内的平均产品质量, 将各行业产品质量最高的 1 / 3 产品归为高质量产品,
其余则归为中低质量产品, 据此分为两个样本进行回归。 从表 6 回归结果来看, 企

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产品的质量提升都有显著作用。 同时, 表 7 结果显示, 数字化

转型虽然对创新都存在 U 型影响, 但创新对高质量产品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这

可能是由于高质量产品对技术要求更高, 而企业的创新水平对高质量产品无法产生

明显作用。 相较而言, 质量较低产品的提升空间较大, 企业创新对其促进作用也会

更大, 因而数字化转型更易通过创新渠道影响中低质量产品。

七、 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 2007—2016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 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产品

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本文的核心结论如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能

显著提升出口质量;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通过创新驱动对

出口质量产生正 U 型的传导作用;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数

字化转型能力相对中西部地区企业更强, 对出口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 但数字化转

型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并未因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或产品质量

异质性而存在明显差异; 创新的 U 型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样本、 非国有企业

样本以及中低质量产品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
针对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集聚优势资源加

快推进新一代数字化与实体外贸企业的深度融合, 鼓励企业制定面向未来的数字化战

略, 提升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 不断夯实产业数字化基础, 培

育壮大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兴数字产业, 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水平, 为推进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第三, 各地方政府要提高信息基础设

施供给水平, 建设一批关键性、 支撑性设施, 为外贸企业发展新一代数字化提供广阔

空间; 第四, 注重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协同联动, 强化区域间数字化合作, 利用数

字化提升区域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交易效率, 优化区域间分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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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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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Expor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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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yan
Abstract:

 

Using
 

data
  

of
 

2007-2016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s
 

well
 

as
 

China
 

Customs,
 

this
 

paper
 

adopted
 

text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construct
 

a
 

digital
 

index
 

of
 

enterprises
 

at
 

the
 

micro
 

level,
 

and
 

then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xport
 

quality. We
 

fi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export
 

quality. The
 

findings
 

are
 

still
 

consistent
 

after
 

verifying
 

with
 

the
 

PSM-DID
 

method
 

and
 

replacing
 

the
 

measure-
ment

 

indicators
 

of
 

variables. At
 

the
 

same
 

time,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enterprises
 

innovation
 

has
 

an
 

obvious
 

U-shaped
 

mediating
 

effect,
 

that
 

is,
 

when
 

enterpri-
ses’

 

digital
 

capability
 

is
 

low,
 

it
 

may
 

hinder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reduce
 

export
 

quality
 

due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isks
 

or
 

increased
 

digital
 

investmen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enterprises
 

digital
 

level,
 

it
 

can
 

also
 

significantly
 

enhanc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improve
 

export
 

quality.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en-
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e
 

export
 

quality. The
 

U-shaped
 

mediating
 

effect
 

of
 

innov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sampl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medium-low-quali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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